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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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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南宋摆铺的创置时间，史籍有多种记载，学界亦存不同说法，而种种史料表明，应以

绍兴四年为宜。斥堠铺和摆铺设立后，都有所演变，斥堠铺内从役人员由弓手、保甲改为军卒，其性质亦

由临时变为常设。摆铺初设时，由枢密院主持，地方帅臣和行政长官具体兴办，后来则归三衙和诸军负

责。斥堠铺、摆铺和省铺在设置状况上有所区别，职能上亦有分工，但因管理混乱，使文书传递屡出症

结。另外，南宋新置斥堠铺和摆铺还导致了部分地区省铺系统的衰废，这实际上是对北宋建立起来的驿

传制度中良好秩序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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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因金兵南侵，旧有递铺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为应付紧急文字传递，南宋政府又新置

斥堠铺与摆铺。这是南宋时期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与南宋初年的政治、军事问题有着密切的联

系。详细了解斥堠铺与摆铺的设置情况，对深入探究南宋历史及宋代驿传制度有重要帮助。然而，

由于史籍对此记载混乱，致使学术界对斥堠铺和摆铺之认识至今仍较为模糊。如关于摆铺之创置

时间、斥堠铺与摆铺之演变、斥堠铺和摆铺之地里设置状况及其与普通递铺之关系诸问题，或尚存

争议，或语焉不详。今笔者不揣浅陋，将有关斥堠铺、摆铺之史料予以比勘、梳理，并对上述几个问

题略作考述。

一、关于摆铺之创置时间

关于斥堠铺初设时间，史籍明确记载为建炎三年（##!%）［#］（./ #+0+），对此已无争议。但关于摆

铺之创置时间，史籍则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记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云：建炎三

年二月丁卯，直龙图阁、知杭州康允之言：“维扬无斥堠，故金人奄至而不知，于是初置摆铺，凡十里

一铺，限三刻承传。”［!］（./(##）《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载：建炎三年二月十八日，“知杭

州康允 之 措 置 本 路 冲 要 控 扼 去 处 摆 铺 斥 堠，每 十 里 置 一 铺，专 一 传 递 日 逐 探 报 斥 堠 文 字”

［#］（./0*%+）。绍兴四年（##(*）五月五日，枢密院言：“今检会前后所降指挥，一欲令淮南、荆湖、江南、

两浙通接沿边探报军期急切及平安文字赴行在所，经由州军去处并取便路，接连措置摆铺至临安府

界内⋯⋯”［#］（./0+"#）淳熙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军器监主簿措置诸递角王厚之言：“建炎三

年初立斥堠，绍兴三十年，又置摆铺。”［#］（./ 0+#+）《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朝野杂记》）云：

“绍熙（此据影宋本、萧刻本和函海本，台湾宋史资料粹编本作“绍兴”，误）末，丘宗卿为蜀帅，始创摆

铺。”［(］（./’+#）《嘉泰会稽志》载：“［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又仿斥堠之法立摆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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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条史料从表面上看都是关于摆铺创置时间之记载，归纳起来有建炎三年（!!"#）、绍兴四

年（!!$%）、绍兴三十年（!!&’）、绍兴三十二年（!!&"）和绍熙末年五种说法。由于五种说法出入较

大，又皆无直接而有力之旁证，故使后人虚实难辨。学者们在言及该事实时，或取其一说，或采取存

疑态度。取其一说者主要是持建炎三年说和绍兴三十年说，且也没有细加分辨和考证，因为关于这

两说之记载表面上最是明确，其中又以持后说者居多。

作为南宋初年创设的用于文书传递的摆铺，无论以后有无性质变化，其始设时间问题，答案只

能有一个。那么，上述几条记载中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建炎三年说和绍兴三十年说，哪一说符合

事实呢？若对有关记载南宋斥堠铺、摆铺之史料进行检核与比勘，可以发现，建炎三年说和绍兴三

十年说都是值得商榷的。

先说摆铺创置于绍兴三十年之记载。此记载见于专记当时典章制度的《宋会要》，所记事实又

是出自孝宗时任措置递角之职的王厚之之口，可谓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我们若翻阅《宋会要》方

域门有关递铺的记载，可以发现，在记述绍兴三十年以前之史实中，已多次提到摆铺。除上引建炎

三年条和绍兴四年条外，又如：绍兴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御史中丞罗汝楫言：“祖宗邮传之制，有步

递，有马递，有急脚递。其文书事干外界或军机，若朝廷支拨借兑急切备边钱物，或常非盗窃，并入

急脚递，日行四百里。近岁修立斥堠法，尤为严密，州县官吏诚能遵法而行，存恤铺兵，徐加督责，岂

有传送稽留之患？昨缘多故，乃更置摆铺，事属重复，迨兹事定，尚尔因循。江西一路⋯⋯诸郡苦

之。乞下本路将排［摆］铺废罢，所有兵级，发归元差州郡着役，馀路及诸州县置摆铺准此。少减冗

费，推此所得，赡养旧来铺兵，以时给其衣粮，使之温饱，且具逐路提举马递铺常切差人检察。切计

传送之敏，过于摆铺。”［!］（(()*+’% , *+’+）罗汝楫此段话中，不仅数次提到摆铺，而且言明摆铺乃斥堠

法坏之后另置的一种文书传递之递铺，可谓言之凿凿。结合前引《宋会要》中绍兴四年条对摆铺设

置之记载，可知同书中绍兴三十年以前有关摆铺之记载，并非偶然或笔误。因此可以确认，早在绍

兴三十年之前，摆铺就已存在；摆铺始置于绍兴三十年说显非事实。

再说关于摆铺创置于建炎三年之记载。关于摆铺创于建炎三年说见于《要录》与《宋会要》，前

者系此事于二月丁卯条，后者记此事在二月十八日。按建炎三年二月庚戌朔，丁卯正为十八日，两

书系于此日下关于摆铺创置之内容应为同一事实。但两书在文字表述上却有不同，《要录》只言“摆

铺”，而《宋会要》却言“摆铺斥堠”。从《宋会要》记载看，像是摆铺与斥堠铺同时设置。按建炎三年

已设置斥堠铺，同年又置摆铺，似与事理不合。南宋初年，由于金军屡屡南下，铺兵逃散，铺屋失修，

递铺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为保证紧急军事文书之传递，南宋政府曾多次下诏恢复，但收效甚不明显，

建炎三年（!!"#）金军突然兵临扬州，高宗仓皇逃难就是例证。有此教训，南宋政府不得不临时建立

一种专门传送军期急切文书的传递系统，即将边境侦察敌情之哨所———斥堠设立成铺，延至行在

所。根据最初之需要，似乎建立一种新的递铺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同时增设两种递铺。而《要录》与

《宋会要》却在建炎三年条言及摆铺，这显然与上引绍兴十三年罗汝楫所言斥堠法坏后又更置摆铺

之说法不符。又，《宋会要》既言建炎三年知杭州康允之措置“摆铺斥堠”，但在建炎三年二月十八日

条后至绍兴四年五月五日条之前大量记述关于军期急切文书和御前金字牌传递之内容时，只言斥

堠铺，而对摆铺却只字未提，直至绍兴四年五月五日记事才提到枢密院措置摆铺事，并开始对摆铺

传递文书进行立法，予以约束，这不能不让人起疑。当然，这一段记事中并非没有“摆铺”二字，如绍

兴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条记臣僚上言：“信州铅山、建州崇安县，旧因福建纲运并钱监般发铜钱

货，遂与两县置摆铺兵级十营共一千人。近来福建纲运多由海道，兼钱监铜钱阙少，其摆铺人兵仅

成虚设。传闻崇安县摆铺人兵，建州已刺填阙额厢军，其铅山摆铺兵级亦恐合行刺填。乞下本州勘

会，如委合减罢，或量姓存留外，其余并刺行邻近州军缺额厢军。”［!］（() *%#-）从这段话的内容中，我

们不难看出，此中所言“摆铺”乃设于铅山与崇安之间专用于纲运之递铺，与设于前线至行在所要道



之上专充紧急文书传递之递铺毫无关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要录》与《宋会

要》都在建炎三年条言及“摆铺”二字，但由于疑点重重，不能因此便断定摆铺创置于建炎三年。通

观《宋会要》等书对斥堠铺、摆铺问题之记载，实际情况似乎应该是建炎三年仅设斥堠铺，几年后斥

堠法坏，不再胜任军期急切文书之传递，于是，南宋政府又置摆铺以代之。那么，摆铺之设置始于何

时呢？

综观有关摆铺之诸种记载，摆铺之创置时间应该是绍兴四年（!!"#）。此说理由有三：其一，《宋

会要》方域门在绍兴四年五月五日条记载有关摆铺设置内容时，言及“摆铺”二字 !$ 次，且非与“斥

堠铺”并提，显然是专言摆铺，不可能是误记或与斥堠铺混淆。其二，此说与前引罗汝楫所言斥堠法

坏又更置摆铺之说法相吻合，且亦符合当时之历史事实。斥堠铺自建炎三年设立，至绍兴四年已历

五年，由于南宋初年政局不稳且政治腐败，缺乏对斥堠铺的有效管理，致使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过往

命官、将校、军兵私役斥堠铺兵级曹司和以寻常闲慢文字入斥堠铺传递等现象，造成“军期紧急（文

字）因此稽滞”［!］（%&’#()；%&’#((）。虽有立法，但屡遭破坏。绍兴三年、绍兴四年间，正值南宋与伪齐

政权军事斗争最激烈的阶段，特别是绍兴四年，金与伪齐联合，积极准备南侵，给南宋造成很大的军

事压力。面对此局势，原有的斥堠铺系统已无法保证紧急军事情报之有效传递，必须对其严加整顿

或设置一套新的递铺系统取而代之。绍兴四年，“令淮南、荆湖、江南、两浙通接沿边，探报军期急切

及平安文字赴行在，经由州军去处，并取便路接连措置摆铺至临安”，正是迫于形势之需要。其三，

绍兴四年五月诏令枢密院措置摆铺时列有 !$ 条关于摆铺之立法［!］（%&’*+!），包括铺兵配备、传递职

能、铺兵衣粮支给、文书传递之督责点检及传递违滞之处罚等内容，较为完备。这是摆铺创置于绍

兴四年之有力证据。因为假如摆铺创置于绍兴四年之前，不可能到绍兴四年五月才陡然出现一整

套关于摆铺之立法，而建炎三年设置的斥堠铺之管理，最初所依据的是政和敕中关于急脚递之条

例，后来又作了新的规定。如建炎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建康府路安抚大使兼知池州吕颐浩

言：“本司专属官一员往来督责沿路所置斥堠铺转送应干军期探报文字，窃见斥堠铺缘官司将寻常

闲慢文字一例转送，致军期紧急因此稽滞。检照政和敕节文，诸急脚递不应发者，徒二年；马递减二

等。今来用兵之际，乞立法。应官司非急速军期及盗贼探报文字辄入斥堠铺者，官员勒停，吏人决

配，仍不分首从。如不应入斥堠铺文字，所至官司承受不即申举者，与同罪。及专责县尉每月遍诣

斥堠铺点检，其提举马递铺官吏有失觉察，与擅发斥堠铺官吏同罪。及于市曹出牓，道路粉壁晓

示。”［!］（%%&’#() , ’#(’）从之。此后，又有私役斥堠铺兵之处罚条例颁布［!］（%& ’#((）。这些内容在绍

兴四年枢密院所上摆铺立法中亦有类似规定。假如绍兴四年之前就有摆铺，或摆铺与斥堠铺没有

分别，类似内容之条例不会在绍兴四年重复出现。类似内容于绍兴四年作为新的规定出现在摆铺

立法之中，恰恰说明此时摆铺为一种新设之递铺。

既然摆铺创设于绍兴四年，那么，上引其他有关摆铺设置时间之记载又作何解释呢？如果我们

仔细翻检《要录》，可以发现，李心传记及南宋建炎年间新置文书传递机构时，只言摆铺，而不言斥堠

铺，以后亦很少提到斥堠铺。由此可知，李心传将摆铺与斥堠铺混为一谈，没有细加分别，所记建炎

三年置摆铺，实为斥堠铺。《宋会要》云建炎三年“知杭州康允之措置本路冲要控扼去处摆铺斥堠”

之“摆铺”，应为动词，而非名词。此意义在同书中就有佐证。如绍兴二年（!!"$）九月八日，江南东

路安抚大使兼充寿春府、滁、濠、和州、无为军宣抚大使李光言：“措置防秋，淮西州军与伪境相接，务

在明建斥堠，其淮西与江东隔江，逐时边报虽已摆铺传送，窃虑缓急风浪，不能济渡，却致阻滞⋯⋯”

［!］（%&’#(-）《宋会要》所记淳熙时王厚之言“建炎三年初立斥堠，绍兴三十年又置摆铺”，与《嘉泰会稽

志》所记“［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又仿斥堠之法立摆铺”，当缘于摆铺为军兴时临时设置，事毕即

罢，屡废屡建之现象给人造成的误会，言者和著者没有细作考究或言语不慎所致。至于《朝野杂记》

所云“绍熙末，丘宗卿为蜀帅，始创摆铺”，则明显是言四川地区摆铺之设置，似无甚异议。



二、斥堠铺与摆铺之演变

斥堠铺、摆铺设置之后，其性质都先后有所变化。关于斥堠铺之演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铺内服役人员身份发生过变化，即开始由弓手、保甲充当，后改成厢军或禁军兵士。

斥堠铺初设之时，其从役人员与普通递铺是有区别的。普通递铺之从役人员早在北宋初年就

统一规定由军卒充任，不得役使百姓，而南宋时初置斥堠铺，所役却为弓手和保甲。如建炎三年二

月知杭州康允之措置本路冲要斥堠时，规定“每铺五人，新旧弓手内选有心力无疾病能行步少壮人

充。”［!］（"#$%&’）五月十三日，枢密院奏：“今来车驾驻跸江宁府，本所诸处别无盗贼，亦无大段文字传

送，欲将斥堠铺先次住罢，发还弓手，馀路合罢处依此。”从之［!］（"#$’&’）。建炎四年（!!()）八月二十

六日，枢密院言：“访闻近日有妄称军前差使或监司等处官属，于经过斥堠铺强勒保甲担擎”。“诏令

江浙路帅司行下所属州县，于诸铺晓示：如有逼勒铺分保甲担擎之人，密具职位姓名申枢密院，当议

重行典宪。”［!］（"#$%&*）从以上几条记载看，斥堠铺在初设时所役人员确为弓手和保甲，亦即从乡民

中抽调组成的地方治安人员。但后来又改役军卒，军卒实在不足时，才以百姓补充。朝廷诏令和各

机构及官员之奏议在言及斥堠铺从役人员时，皆称铺兵而不再称弓手或保甲。这显然是斥堠铺的

一个变化。如绍兴二年（!!(+）九月十九日，“诏今后过往命官、将校、军兵，如敢差役斥堠铺兵级曹

司，依巡辖马递铺使臣私役法一等科罪”［!］（"# $%&&）。绍兴六年六月十八日，两浙路提点刑狱朱縡

言：“乞据斥堠递铺见缺铺兵，从朝廷行下诸州知、通，癐刷厢军或禁军补足，并一面专委所属知、通

多方招召土著之人，责限足额，如奉行灭裂，乞从提举官按劾”。“诏令诸路州军依此。”［!］（"#$’)(）至

于斥堠铺役使军卒始于何时，史无详载，从现有记载看，当是逐渐以军卒取代弓手和保甲的。建炎

四年秋，为保证边报文书之有效传递，曾诏令两浙、江南东西路并沿海州军“委强干官一员兼领其

事，并差得力吏人三名为斥堠司，轮差厢军二十人，以备传报”［!］（"# $%&*）。但此时斥堠铺已废罢未

置，所言“斥堠司”只是一临时应急机构，并非沿道路设置的斥堠铺，故所役厢军亦非逐铺配备的斥

堠铺兵。同年十一月重新设置斥堠铺时，仍是“每铺轮差保甲五人，贴司一名。”［!］（"#$%&$）绍兴元年

（!!(!）三月十九日，两浙提刑施峒言：“平江府常熟县探报通、泰金人已回承、楚，欲乞斥堠铺只保留

保丁二人同土军或弓手一名，传送探报文字。馀人乞行减放。据江阴军申，水陆斥堠共差募保甲、

槔梢等一百一十四名，月支钱九百贯。今蕃寇远遁，乞行住罢。欲将诸处所置斥堠铺并行住罢，止

于管下递铺内选差兵士三人专一承转探报事宜文字。每人日添支钱七十文。其传送时刻约束断

罪，并依斥堠铺保甲已得指挥，仍依旧专委县尉巡辖。沿江濒海所置水斥堠，乞并令住罢，专委巡尉

差拨兵巡船探报。诏铺兵每铺差五人，其斥堠差置铺兵就绪日住罢。”［!］（"#$%&$）从之。由此可知，

至迟在绍兴元年，斥堠铺内已是弓手、保甲与土军并用。江阴军及沿江濒海等处斥堠铺住罢后，其

职能并入普通递铺，选差兵士专一承担。后斥堠铺又复置，但再未言及弓手和保甲事，而所言皆为

铺兵军卒，大概此后斥堠铺内就主要役使军卒了。

斥堠铺的第二个变化是由临时置铺成为常设机构。南宋是在政权初建、原有递铺系统未及完

全恢复的情况下，为传递紧急军期文字而设置斥堠铺的。随着原递铺系统逐渐恢复，再加金军撤

退，前方战事缓和，斥堠铺便无存在之必要了。所以，在建炎三年二月初设之后，于五月因“车驾驻

跸江宁府，本所诸处别无盗贼，亦无大段文字传送”，遂“将斥堠铺先次住罢”［!］（"# $%&’）。由于原递

铺系统之恢复甚不理想，金人动息，“多失关报”。于是，建炎四年又置斥堠铺。绍兴元年三月，又在

施峒的建议下，将多数斥堠铺住罢，其职能并入原有递铺，只保留少数［!］（"# $%&*；"# $%&$）。但同年冬

又见复置。由此可以看出，斥堠铺在最初的几年中是有事即设，事毕即罢，属临时性质之传递机构。

由于斥堠铺亦不能确保紧急文书传递无误，南宋政府才又于绍兴四年创置摆铺以代之。但在摆铺



设置后，斥堠铺并没有因此废罢，反而成为常设机构，与原有递铺和新置摆铺并存。究其原因，大概

是南宋政府再无信心以一种或两种递铺承担所有文书传递之任务，故让三种递铺并存，以求其分工

明确，各司其职。

摆铺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其负责机构前后发生过转移。摆铺初设时，由枢密院主持，各路安抚使

（帅臣）和地方行政长官具体兴办。如绍兴四年（!!"#）五月五日，关于设置摆铺一事，枢密院言：“检

会臣僚上言，乞督责诸路帅臣参稽所部州县道里远近之宜，布斥堠（此处非指斥堠铺，乃传递情报之

义）之卒，番休迭往，使不告劳。”“诏令枢密院措置。今检会前后所将指挥，一欲令淮南、荆湖、江南、

两浙通接沿边，探报军期急切及平安文字赴行在，经由州军去处并取便路接连措置摆铺⋯⋯”

［!］（$%&’(!）其立法云：“今来专委逐路帅臣、逐州军守臣，火急依逐项摆置，更有合行事件，一就措置。

及常切督责沿江沿边州军守臣厚支激赏。专差信实人体探具的实事宜，日下实封，入摆铺飞申枢密

院⋯⋯”［’］（$%)###）从现存《宋会要》关于摆铺之记载看，南宋设置摆铺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

期从绍兴四年到绍兴十三年，这一阶段所置摆铺大概是由枢密院、各路帅臣及地方长官负责的。绍

兴十三年，宋金议和已经两年，两国久无战事，摆铺已无用途，徒为州县之负担，在御史中丞罗汝楫

建议下废罢［!］（$$%&’(# * &’(’）。第二个时期是从绍兴末年到宁宗嘉定（!+(, * !++#）时。绍兴末年，

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南下侵宋，两国之间又起战火。于是，南宋再置摆铺传递军事情报。从此数十年

间，宋金冲突不断，几战几和，摆铺亦是屡罢屡设。但这一阶段设置之摆铺，却不再由枢密院和诸路

帅臣等负责，而是改归三衙和诸军负责。如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三日，兵部言：“诸军摆铺兵

级传送军期急速文字，近更稽迟，缘未立定日行地里并论罪条法⋯⋯”［!］（$%&’(,）乾道元年（!!)’）九

月二十四日，“诏三衙诸将帅依旧例置立摆铺”［!］（$%&’(-）。乾道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诏三衙诸帅依

旧例认定地分人数，自七月一日置立摆铺，仍差得力使臣专一部辖点检承传，毋稍住滞。所差人，来

春却令归军”［!］（$%&’(-）。摆铺负责机构之转移，不能不说是摆铺设置的一个变化。

三、斥堠铺、摆铺之地里设置状况及其与旧有递铺之关系

斥堠铺、摆铺设立后，因专递赴京文书，成为“京递”；旧有递铺因隶属尚书省，则谓之“省铺”或

“省递”［#］（$%)&,!）［!］（$%&’!’）。摆铺设置时，因斥堠铺和省铺并没有完全废除，故在相当长时间内形

成三铺并存的局面。由于史籍记载不清，又加上南宋对递铺管理之混乱，致使后人对三铺状况之认

识较为模糊。实际上，三铺在建制上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

首先是三铺设置之地区不同。省铺是自北宋以来在全国州县普遍设置的一种递铺，其设置以

县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有的经过驿路，有的与驿路衔接，还遍布没有驿的地方。如《宝庆四明

志》载：“按所开四路，各铺前后皆相呼应。”［)］（$%’("+）《景定建康志》载：驿路“每铺相去十里，县路十

一铺，每铺相去二十里，此系诸县不通驿路处递传之路”［&］（$%!’")）。县与县之间，铺铺相连，形成了

遍布全国的邮递网络。斥堠铺初设主要是从前线至行在所传递紧急军期文字，故其设置地区主要

是四川、荆湖、淮南、两浙等路赴行在州军，并非所有州县。且设置路线为通往行在“冲要控扼去处”

［!］（$%&#-’），并非所有道路皆设有斥堠铺。因此，在同时设有省铺与斥堠铺的州县，斥堠铺分布不如

省铺广。如《新安志》载：“六县省递三十五铺，每铺十人。歙、休宁、祁门、黟则又有斥堠三十八铺，

每铺八人。凡六百五十四人。”［,］（$%&)!"）摆铺之设是为取代斥堠铺，所以其设置地区与斥堠铺基本

一致，但 设 置 路 线 则 有 所 变 化。斥 堠 铺 设 于“冲 要 控 扼 去 处”，摆 铺 则“取 便 路 接 连 措 置”

［!］（$%&’(!），亦即为使传递更加迅速，选取从前方至行在最为便捷之路设置。

其次是三铺之间距有所不同。省铺间距离常制为 +’ 里［-］（$%"!))）［+］（$%’)(），但由于地区和地形

不同，亦有 +( 里（宋代 ! 里约合今 ’),.-, 米）、!, 里、!’ 里、!( 里等低于 +’ 里者［!］（$%&’!’）［!(］（$%""-）［&］



（!"#$%&）。斥堠铺一般是 #’ 里或 ( 里置一铺［#］（!")*($；!")$’&）。建炎四年十一月，曾诏诸路“每五里置

一铺”［#］（!")*()）。摆铺初设时每 +’ 里置一铺［#］（!" )$’#），绍兴末年，诸军又以“每十里置铺”［#］（!"
)$’,）。斥堠铺、摆铺间距之缩短，大概是出于节省铺兵体力，提高接力传递效率之考虑。

再次是三铺铺兵配置人数亦不同。省铺在北宋时，职能范围较广，不仅承担文书及小件官物的传

递任务，还负责向过往公差人员提供马匹和担擎人力。单就文书传递而言，有的递铺还兼具步递、马

递和急脚递三种功能［##］（!!" +*$ - +*)）。因此，其铺兵配置人数较多，常制为 #+ 人［*］（!" %#&&）［+］

（!"$&’）［#］（!")$’）。但有的因时期、地区或种类之不同而有所区别。如徽宗大观时（##’) - ###’），福建

路有的递铺铺兵数多达 +* 人［#+］（!!"),+, - ),%+）。南宋时，未见有裁减省铺铺兵之诏令，但因斥堠铺、

摆铺之设立，分取了省铺的部分职能，再加上南宋时始终存在虐待铺兵、拖欠铺兵衣粮等现象，致使铺

兵逃亡，造成省铺铺兵数减少。如嘉泰年间（#+’# - #+’*），会稽有铺 *% 个，铺兵 %,# 人，每铺约 , 至 (
人［*］（!"&),#）。斥堠铺和摆铺是专为传递紧急军期文字而设，职能单一，因此，其铺兵配置亦少。斥堠

铺于建炎三年初设时，以新旧弓手充役，每铺五人［#］（!")*($）。绍兴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诏：“除

建康、镇江府至行在斥堠铺依去年十一月四日已降指挥每铺用铺兵一十人外，馀州止依元降指挥差铺

兵五人”［#］（!")$’+）。后来，由于省铺之衰败，在一些重要地区，其职能越来越多地被斥堠铺所取代，斥

堠铺铺兵有所增多。如宝庆年间（#++$ - #++)），庆元府界内 #) 个斥堠铺，有兵 ##+ 人，平均每铺约合 &
至 ) 人［&］（!"$’%#）。咸淳时（#+&$ - #+)*），临安钱塘县界有 , 个铺，#*$ 人；富阳县界 & 个铺，,& 人；新城

县界 * 个铺，$, 人。有的约合 #* 人，有的约合 #, 人［#%］（!!" %,*( - %,$+）。摆铺每铺铺兵人数一直是 $
人［#］（!")$’#；!")$’,；!")$#’），未见增减。

北宋时，省铺足以胜任一切文书之传递。南宋时，又新置斥堠铺、摆铺与省铺并存，势必造成机

构之重复与管理之混乱，南宋朝臣对此多有批评和指责。如绍兴十三年八月，御史中丞罗汝楫言：

“祖宗邮传之制，有步递，有马递，有急脚递。其文书事干外界或军机，若朝廷支拨借兑急切备边钱

物或常非盗窃，并入急脚递，日行四百里。近岁修立斥堠法，尤为严密，州县官吏诚能遵法而行存恤

铺兵，徐加督责，岂有传送稽留之患？昨缘多故，乃更置摆铺，事属重复。”［#］（!" )$’*）淳熙十三年二

月，军器监主簿措置诸递角王厚之言：“递铺旧法三等，曰急脚递，曰马递，曰步递，并十八里或二十

里一铺，今总谓之省铺。建炎三年初立斥堠，绍兴三十年又创摆铺⋯⋯近来摆、斥堠、省递混而为

一，共分食钱，通同递传，所以多有违限。”［#］（!")$#$）

针对三铺重复混乱之状况，南宋政府亦曾对它们之分工作出明确规定。斥堠铺初设时，“专一

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字”［#］（!")*($），主要是“探报金贼并盗贼文字”［#］（!" )$’+），摆铺取斥堠铺而代

之后，其传递任务与斥堠铺同［#］（!" )$’#）。常行文字不准入斥堠铺和摆铺传送［#］（!" )$’+；!" )$’%）。

常行文字以及非关金兵、盗贼文字仍由省铺传送。但由于斥堠铺、摆铺传递效率比省铺高，其他文

字往往亦入斥堠铺或摆铺传送，致使紧急军期文字传递出现稽违现象。于是，南宋朝廷于绍兴五年

二月诏：“今后尚书省行下诸路文字，如有事干机速，并入本省急递发放”［#］（!" )$’+）。摆铺设立后，

斥堠铺专一传递紧急军期文字之职责，转归摆铺，但因其并未废罢，且传递效率高于省铺，所以渐渐

侵夺省铺之紧急文字传递功能。摆铺废罢后，则承担起所有紧急文字传递任务，“专一承传御前金

字牌，以至尚书省、枢密院行下及在外奏报并申发尚书省、枢密院文字。”［$］（!"&*$,）省铺则沦为传递

非紧急文字的传递机构［#］（!" )$#*）。孝宗隆兴二年（##&*），因摆铺再设，对三铺之分工又作规定：

“诸军摆铺止许承传尚书省、枢密院、都督府、沿边州军等所遣发军期钱粮要切文字，馀闲缓处不许

辄入，并依条入斥堠、急、马、步递”［#］（!")$’,）。摆铺、斥堠铺、省铺依其传递文书之快慢，由高到低

形成等级关系。摆铺最为重要，斥堠铺其次，省铺又次。乾道时（##&$ - ##)%），摆铺废罢，则将铺兵

放遣，一半归军，馀半入斥堠铺［#］（!")$’(）。摆铺再置时，则“将诸路旧置摆铺之处斥堠铺兵内，拣摘

少壮健步谨审铺兵三名，改充摆铺，专一传送军期不入铺要急文字”［#］（!")$’(）。后又制黑漆白粉牌



和雌黄青字牌分别作为摆铺由诸处发往行在和由朝廷降付诸处紧急文书的标志，以区别斥堠铺文

书［!］（"#$%!&）。三铺虽有分工，但有的地区三铺并存，很难做到职责明确，总是出现混而为一之现

象。淳熙十三年（!!’(），又申：“内外军期急速文字专入摆铺，常行文字并入斥堠。其元无摆铺处，

军期亦入斥堠，常行并入省递。”［!］（""#$%!% ) $%!(）如是者再三。

南宋在省铺之外又增置斥堠铺和摆铺，亦即将原来省铺之文书传递职能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

看似分工细致，利于提高传递效率，但实际上给管理造成更大难度。三铺主管部门虽有不同，但三

铺互相混杂，在地方上诸项事务之管理很难做到分工明确，不仅管理条例没有二致，其督察任务亦

由巡辖马递铺通同负责［!］（"#$%&!；"#$%&*）。南宋政府增设斥堠铺和摆铺之后，并没有按照他们的主

观愿望使文书传递效率有所提高，反而因三铺之混一导致文书传递屡出症结。终南宋一世，文书之

稽滞、泄密、丢失等现象频频发生，成为南宋政府非常头痛而又无良方解决的一大问题。急脚递本

来在北宋时规定为日行 +&& 里，甚至 %&& 里，到南宋时，则因无法完成而降为日行 ,%& 里，甚至 ,&&
里。当然，这和南宋政治腐败有着密切关系。又，南宋增设斥堠铺和摆铺取代省铺部分功能，也造

成了一些地区省铺之衰落。如绍兴二十九年（!!%*），“将有斥堠去处，应干省递并行减罢，其常程文

字每日类聚轮差一人传送”［!］（"#$%&(）。《咸淳临安志》在记载临安府境内递铺时，以斥堠铺为主，而

不见完整的省铺［!,］（""#,’+* ) ,’%-）。综上所述可见，南宋时不仅没有使驿传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

反而使在北宋建立起来的驿传制度之良好秩序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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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方与学生的若干法律责任问题思考

过去，由于我国法律不健全，高等院校发生某些问题，往往以行政管理和行政命令的方式予以解决，不谈法律

责任问题，对此，校方和家长总感觉法律依据不足，或者无法可依，从而引起争议。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

法律的制定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而我国在高等教育这个领域中，相关的法律尚不完备；二是人们对与高等教育

有关的法律不甚熟悉，对高校内部法律关系不甚明了，还是用传统观念来思考问题。

实践中常见的容易引起争议的主要法律责任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学生涉足违法犯罪的行为，学校是否要

负法律责任？“我的孩子是受学校教育的，现在犯了错误，发生了违法犯罪问题，主要是学校没有教育好，所以学校

应负法律责任。”这是家长的一种误解。法律责任（本文所指的法律责任含义是广义上的，包含了刑事、民事和行政

诸种责任，下同）的构成要件有主体、过错、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五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学校如果

没有教育、诱导、强迫学生违法犯罪，如果没有管理上的过错，学校就不负法律责任。“责任自负原则”是现代法的

一般原则。法律责任由违法犯罪个人或单位承担，却不能“伤及无辜”。（F）学生被违法犯罪分子侵害，造成人身伤

害或财产损失，学校是否要负法律责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并往往成为校方与学生家长争议的焦点。从我国现

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来看，对此问题的责任认定，应当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如果学校在管理上没有过错和违法行

为，学校就不负法律责任；反之，学校应负一定的法律责任。学生在校内学生宿舍住宿，财物被窃，宿舍管理部门是

否应负民事赔偿责任呢？这是管理者和学生都关注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高校学生宿舍（公寓）管理

基本上都实行有偿服务，也即管理者同时是经营者，学生是消费者，所以学生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所规定的权利。当然，赔偿的范围和额度可以由管理经营者与学生在“住宿协议（合同）”中约定，但在该协议

中是不得包含对学生不公平、不合理条款的。考虑到现阶段高校学生宿舍有偿服务是部分收费，不是全额收费，在

制定关于住宿协议中的赔偿条款时，也应考虑到赔偿范围和赔偿额的确定，但前提是应当赔偿。（,）学校在管理和

服务中产生重大失误，使学生受到损失，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对这个问题，校方和学生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

均认为校方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学生在校期间，由于本人的违法行为或者过错，造成学校或者他人（其他单位）

损失的，如何承担法律责任？学生由于违法行为或者过错给学校造成损失，应当由学生承担责任，这一点在法律上

是明确的。这一承担责任之说，包括学校可以根据内部管理规定（如校纪校规）对学生予以处分。学生由于违法行

为或者重大失误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由谁承担责任，这一点就比较复杂，一般而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学生个

人行为，与学校没有关系，因上述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应当由学生个人承担责任；另一种是学生在学习期间，从事

与本身职务有关的活动，因重大失误造成学校或者他人损失。这种情况往往在学生实习期间发生较多。遇到这种

情况，一般先由学校来承担责任，再由学校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追究学生的责任。

（冯时林，石 民）


